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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建筑装饰形式与视知觉需求

蔡光洁

在藏区，建筑的装饰具有显著的艺术特色。特别
是大量结合木雕的彩绘图纹，被描绘在寺院和民居

建筑的内部空间，覆盖着四壁、天顶、梁柱、门窗和檐
廊，构成了一套独立的空间视觉传达系统。国内学者
对装饰的传统研究模式，重在艺术品表现形式本身，

即图式语言（形态、色彩、构图）、内在意义、工艺技法
以及艺术风格，普遍认为装饰的特定形式主要源于

所属文化的支配作用。艺术视知觉理论于 20世纪末
随着相关译作的出版才逐渐被认识，真正将其应用

于具体艺术形态的考察却并不多见。然而这一领域
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学派，如格式

塔心理学、审美直觉心理学、装饰艺术心理学等。事
实上，当我们置身于藏式建筑的空间情境时，视觉最

初把握的是装饰的整体样式，而不是对图式语言的

分解认识，也不会即刻进入对其内涵或技法的审视

研究。这种把握，即体现为一种视知觉范畴，是对装
饰内容认知的初始层面。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论
来说，从金字塔形最底层的生理需要到顶端的复杂

心理动机，人的需求体现了各种层次，其间具有交叉

融合性，知觉需要体现为生理与心理的共同作用。对
于藏族人民而言，装饰并非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它

将形式表达与人的审美、情感和思维等紧密相连，是
人们心灵意象和美化生活的重要需求媒介。不容置
疑，藏族建筑装饰特定形式的产生，主要源于藏传佛

教文化的影响，但它却完全作用于人的视知觉而存

在。在本文中，我们暂时抛开文化、情感、社会属性等
意识形态需求层次，从感知的角度来分析藏族人民

对装饰形式的必然选择与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
1. 知觉愉悦与美感需求
对装饰愉悦的追求，是人类生活中亘古不变的

行为。从现在考古出土的昌都卡若文化原始器物来
看，早在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就喜好将装饰图纹刻

画于日用生活器皿表面。一切人造物都是应人的需
求而产生的，装饰在最初也许具有某种生存所需的

实用功能，但对孕育人类的美感起着重要作用，后来

一切美化活动的动机都源于人类对审美愉悦的需

求。大卫·布莱特在《装饰新思维》中认为：审美愉悦

包含了意象、感知愉悦和理性思维。其中，感知愉悦
相对于意象和理性思维，是最基本的需求层面，因为

它与人的生理机制直接相关。格式塔心理学家通过
试验证明：人们对形的感受并不是由它们联想到某

种内容之后才得到，而是大脑皮层对外界刺激进行

了积极组织的结果。那些最有规律性的、对称的、简
洁明确的格式塔（被称作“完形”），是给人带来一般
性愉悦感受的基本形式；同时，那种变化多样的式样

引起了视觉紧张与兴奋，产生了创造性愉悦。因而，
复杂又统一的形态被认为是最为成熟的格式塔，因

为它满足了知觉愉悦的双重需求。在藏族建筑装饰
图纹中，完形特征非常显著，重复、对称、几何抽象的
图式普遍存在，这是它作为宗教艺术的典型特点，可

以为虔诚的信仰者提供一套有序世界的视觉体验模

式。但其中，自由、生动、变化丰富的形态充斥着每一
个被完形所限制的装饰空间。在色彩运用上，虽然有
一定的规定，但保持高纯度、明度推移、冷暖叠加、金
银色运用等方式将视觉效果推向了丰富多彩的极

致。概括而言，藏式建筑装饰在形式风格上呈现出如
下几个特征：结构的秩序化与形态的繁复感共存、线
的单纯与色的无限共存、题材的固化与造型的多变
共存、形态的抽象几何化与具象描绘共存、平面化装
饰与多层次空间表现共存。其中，每一特征要素的两
方面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共同构建了多样统一

的知觉式样。对于具有这种特征的图式，美国艺术心
理学家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解读道：“因为它蕴
含着紧张、变化、节奏和平衡，蕴含着从不完美到完
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伴随着上述运动规律，
人的内在感受也就从紧张到松弛、从追求到和谐，这
显然是一种更加复杂多样的感受，因而看上去很够

味。”
对装饰形式的知觉愉悦主要来自于对形与色的

视觉体验，但还包括对纹理触觉的理解：大面积被清

漆覆盖过的装饰墙体和木柱有着光滑的质感，沥粉

作底、金银色勾勒的线条精致而细腻地突显于表面；
彩绘图纹结合木雕基底呈现出的凹凸效果，被重点

刻画在门楣、窗楣和梁柱部位，使观者在视觉享受的

视觉·经验

147



视觉·经验 文艺研究 2012年第 3期

同时也难以拒绝用手触摸的愿望。事实上，对纹理的
触觉理解也是对装饰形式产生视觉意象的重要媒

介，因为视觉感知和触觉感知都有其局限性，前者受

制于光线，后者受制于距离，但二者的补充与融合可

以构建完整的知觉感受，正如歌德所言，“眼睛是可
以触摸的手，手是可以欣赏的眼睛”。意象的发挥将
感知愉悦与理性思维、主体情感相连接，因而，知觉
愉悦是进入美感体验的门扉，是进一步产生心灵体

验的基本条件，“一部艺术作品据之获得美的价值，
就在于它的愉悦价值上，而这种愉悦价值又必定与

心理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因果关系”（沃林格《抽象与
移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藏族建筑的装饰形式才
成其为一种美的艺术。

2. 与自然环境的互补需求
人类自古以来都离不开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抗

衡，特定的文化形式总是特定环境下生存需要的产

物。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而言，面对延绵
不尽、雄浑巨大的山体，人类的弱小力量是无法与之
对抗或加以征服的，因而敬畏、神化、依赖、崇拜构成
他们面对大自然的常有心态。藏区大部分区域处于
高寒地带，每年较长的冬季霜雪期造成大片山脊荒

芜，甚至常年冰雪覆盖。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整个
地区气候四季更迭缓慢，厚重、沧桑、孤寂等对大自
然的感受早已映射并内化在藏族人民的视觉印象之

中。然而，寻求平衡感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常年面对
过分熟悉而又单调的环境，视觉很容易疲劳和漠然。
因此，藏族人对装饰的需求和在其中体现艳丽色彩

与多样化的形态必然成为视觉心理缺失的一种平衡

补偿，以求在平淡乏味的视觉环境中增加新的刺激

物。在藏区，各地寺院的建筑和不同风格的民居都因
装饰的绚烂而改写着大自然的贫瘠与荒凉。对人与
自然而言，这都是一种激活内在生命力的体现。
与此同时，雪崩、霜冻、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也常常光顾这一区域，对外界环境突发灾难现象的

无法把握也促成了人们内心对安定感的需求。贡布
里希在《秩序感———装饰艺术心理学》中认为：只有
在平衡和有序的状态中，人才能安全地把握自身以

及周围的环境，知觉尤其如此。所以，在藏族建筑装
饰中所构建的抽象造型，有规律、秩序化、数理化的
结构就是一种与多变的自然现象相对立的恒定形

式，例如联珠纹、莲瓣纹构成的二方连续，卍字纹的
四方连续，S 形的蔓草以及方形坛城的向心式渐变
等。德国美学家沃林格也认为，东方文明民族艺术表

现形式中的“平面化趋向”和“几何结晶体”，是在三
维空间感知活动中对现实无序产生的恐惧心理的一

种拯救形式。“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
能……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从其变化无常的
虚假的偶然性中抽取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

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
了安息之所”。对自然环境客观存在不足特性之弥
补，在藏族建筑装饰形式中通过有序化和多样化的

有机统一得以实现，从而也使整体风格与大自然形

成鲜明的对照，满足了人们知觉的需要。可见，人的
心灵总是在变化与秩序之间寻找平衡，无论是面对

大自然还是具体到艺术表现形式，人类的需求最终

都会指向平衡而达至和谐。
3. 审美习性对视知觉的影响
审美过程中的感知和体验，可以从最初的视觉

印象中获得，也可以在反复观看的过程中通过意象

的记忆再现与印象叠加而获得，后者更多地来自于

审美的习性。习性即“习惯成自然”，由于长久的习惯
行为养成了性格的一部分，具有难以改变的特点，也

常常会对它的影响视而不见。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称其为“持续终身的‘第二感觉’或‘第二习
性’”（《文化生产的场域》）。贡布里希在关于“知觉与
习惯”的论述中认为：习惯势力仍产生于秩序感，它
是我们反对变化、追求延续性的产物，因为变化容易
破坏我们预设的未来目标，而习惯的可控性和延续

性则能使我们的目标更为接近和更加省力，由此也

会产生一种知觉的习性。各地藏族建筑虽然在外观
造型和色彩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其内部装饰形

式却如出一辙。藏传佛教绘画典籍如《身、语、意度量
经注疏花蔓》对坛城、佛像、佛塔等的画法都有明确
的规定，建筑装饰的一切内容和形式均受其限制。在
从寺院绘画范式到民居装饰的下移过程中，在师徒

相授的技艺传承方式中，在对装饰空间的主次选择

中，都俨然存在着一种以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为主

体的、不可逾越的关系秩序，最终形成建筑装饰程式
化的表现语言和特定形式风格。在这一过程中，审美
习性的顽强势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藏传佛教文化
的长期影响，从他们一出生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美的

理想和审美判断早已先于个体而存在，传统审美习

性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根植于每个藏族人的意识之

中。因而他们从中所获得的那种美的理想，并不是一
种自在自为的、个性化的、变幻不定的美，而是一种
合乎信仰目的、美化功能、社会习俗等判断标准所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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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来的美。这种美学规范与道德和价值观相连，一
旦有悖于这种规范，在传统社会中都会被认为是愚

蠢、无知或疯狂的异类。审美的这些特性本属于意识
形态的理性因素，但是它却长时期地对知觉愉悦起

着直接的引导作用。久而久之，感知的习惯便成为了
一种审美习性或知觉习性，知觉与审美意识融为一

体，形成为一种“心理直观”或“综合直觉”。它反映的
是长期经验积累的产物，是知觉对事物本质理解后

的感觉抽象，也反映了知觉需求中生理与心理方面

的相互作用。
4. 塑造特定空间情境的需求
由于知觉对形式具有选择性接受和主观改造的

需求，因此装饰的最大功劳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隐

藏或改变建筑原型的方式，创造了全新而完整的视

觉样式，使其最终与知觉愿望相一致。改变的愿望越
强烈，通体覆盖装饰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藏传佛教寺
院中，装饰无处不在，布满了整个建筑的内部空间，

特别是主体宫殿装饰尤其华美精致。在传统藏式民
居中，装饰也主要集中在经堂和客厅的室内空间。阿
恩海姆在《建筑形式的视觉动力》中说：“建筑的实质
是内在空间的建筑。”这句话说明了所有建筑的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内在空间的需要。建筑本起源于安全、
驱寒取暖等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当这些得以满足之

后，人们开始构筑精神世界所需要的视觉空间，寺院

与民居的装饰都是应这一目的而产生的。以藏传佛
教为主的信仰体系从精神到物质都为装饰提供了特

定的内容和形式，其表现的复杂与技艺的细腻程度

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根本作用还在于为其

营造宗教世界所描述的视觉景象，强化精神体验的

强大功能。具象思维是藏传佛教主要的思维方式，它
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具体形象、具体符号去反映抽象
意义，直觉体认世界本体与佛性佛法。这种思维方式
对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以图纹

解说佛经教义的表达方式，平面图绘与建筑立体空

间的结合为其构建了理想世界的空间场域，装饰中

大量佛教象征图纹对观想修持进入佛境也起着引导

促进作用。承载空间营造的特定氛围越浓厚，知觉体
验的程度就越深。置身这一世界，观者在感受愉悦的
同时，藉着内心信仰的虔诚和图纹对心理暗示的力

量，随着想象所及任思维在另一国度驰骋，在幻想与

真实的时空之间自由穿越。由视觉情境延伸至意象
空间的这一过程，也就是苏珊·朗格所说的———只有
通由感知才能达致视觉艺术的本质呈现———“虚幻

的空间”或“空间的幻想”，在这一空间最终激起的是
内心深层的思想情感。这一过程，是由装饰形式塑造
的知觉情境将现实与理想的两个空间世界连接了起

来。民居装饰也是宗教信仰生活化的一种体现，使美
化和特殊意象融合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从而成其

为一种日常视觉需要。特别是在藏区的农居，只要居
住者经济能力所及，与寺院建筑一脉相承的装饰形

式都在其室内充分体现，所不同的是减少了佛像、坛
城等题材，营造了更加生活化的氛围，满足了实用和

审美愉悦的双重需求。
综上所述，艺术形式只有和人的需求始终相一

致，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特定的需求与相
应的形式之间实际是一种“因”与“果”的关系。藏族
建筑装饰形式正是从不同角度满足了藏族人民的视

知觉需求，所以才能得到人们经久不衰的喜爱。由于
知觉的作用，主体与客体之间构建起了桥梁，见与被

见之间产生了互动，被感受到的物质形式通向内在

精神领域，唤起生命情感，从而实现悦目、悦心、神游
的审美体验过程。知觉体验虽然有一定共性特征可
把握，但在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因

为知觉活动并不是所有感觉要素的简单相加，它带

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心理上受审美动机、文化理解等
复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来者的观看活动更多地是
从视觉愉悦和形式美感上去体验，由此而获得一种

直觉上的整体理解，这种新鲜的知觉体验更为纯粹

和强烈，其形式更能激起内在生命活动片刻的回应。
但是对于藏族人来说，装饰形式不仅满足了基本视

觉愉悦需求，图式中还积淀着过去的经验和特定的

期望，形式意味中隐含的力量更能满足他们深层的

心理需要。也许，当对形式的知觉感受已成为一种不
可分割的自然习性，其愉悦与情感体验程度定会在

熟视无睹中逐渐趋于平淡。然而，借此获得的内心力
量却有增无减。因此建筑装饰形式对藏族人精神领
域所起的内在作用是强大而无形的，这种效力大于

外在可见和可感知的常态体验，但却只有通过这一

知觉途径才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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